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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初期毁淫祠与废佛寺政策的地方实践

———以江南、福建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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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毁淫祠与废佛寺是嘉靖初期宗教政策的重要内容，其推行背后有着帝王偏好、礼制改革、乡约推行等多重
因素的驱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理学家们得以一伸其志，居官期间多通过毁淫祠来传播自身理念，而对大多数地方官员来
说，毁淫祠、废佛寺的盛行又给了他们纾解财政困难的机会，寺观田产更是成为从地方到中央觊觎的对象，一些官员甚至提
出了十分具体的操作建议。不过，在不同的地域社会中，扩大化的废毁行动一方面引起了地方士人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
他们在编纂地方志书，构建地方话语时，也曲折地表达着欲迎还拒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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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六年四月，正德皇帝去世后，嘉靖帝以藩服入继大统。由于种种原因，当其在位的前期，
对宗庙祭礼、郊礼以及孔庙祭祀制度等均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大致而言，这些改革都在嘉靖十
年左右告一段落。对于这些改革的具体内容及其推进过程，前贤已多有论述，并认为这是一次较为
典型的复古运动。①

滨岛敦俊在其研究中曾提出所谓“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概念，认为明初洪武三年改制为明代
“原理主义祭祀政策”之嚆矢，至 16 世纪初则又有一次原理主义者兴复礼制的高峰，地方官员的毁
淫祠行动日益高涨。② 朱海滨也认为嘉靖朝地方官员多在嘉靖礼制改革的影响下开展毁淫祠的活
动。③

目前学界对于嘉靖朝毁淫祠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福建、广东等华南地区，尤其以对嘉靖初年
广东提学副使魏校毁淫祠行动的研究最为深入。④ 最近亦有学者讨论了嘉靖十八年湛若水在南京
地区的毁淫祠活动，希望以此来探明所谓“淫祠”在地方的生长史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⑤

不过，至目前为止，关于嘉靖朝中央政策对地方毁淫祠的推行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毁淫祠

与废佛寺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朝的宗教政策在地方社会又是如何被执行和理解的等等问题，似乎

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另外，对于以上问题的深入考察，也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明代宗教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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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小岛毅:《嘉靖の礼制改革につい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 117 辑;赵克生:《明朝嘉靖时期国家祭礼改制》，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等。

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4—109、144—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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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井上彻:《魏校捣毁淫祠令研究》，《史林》2003 年第 2 期。
参见陈熙远:《在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力交叠的边缘:以明代南京一座祠祀的禁毁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主编《明清法律

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台北“中研院”，2009 年。



策的制订与施行。① 故笔者不揣浅陋，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 王朝政策动向与地方毁淫祠的推行

嘉靖初期，随着礼制改革的步步推行，地方官员对于此次改革与洪武初年改制运动之间前后相

承的关系实际上是很清楚的。如在嘉靖十五年修纂的《宁国府志》中，作者便把嘉靖帝降杀孔子祀
典的举动视为国初朱元璋改定祀典之余绪:

初，国初肇定祀典，山川、城隍等神已悉正其封号，惟孔子尚仍旧称，四配以下亦无所改。
嘉靖庚寅( 九年) ，上用辅臣言，乃考正礼制，称孔子曰至圣先师孔子，四配曰复圣颜子、宗圣曾
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十哲以下曰先贤某子……并撤诸像，易以木主，改大成殿曰先师庙，
戟门曰庙门，笾豆各损其四，乐用六侑，以示天下尊崇之意。②

一些地方官员和士人也是直接引用最高统治者所施行的复古政策来解释其毁淫祠，崇正祀的

行动:

如嘉靖九年任山东阳信知县的徐九皋在毁淫祠，立社学时，便首先搬出王朝旧制为自己的行为

提供理据: “近皇上令郡县申明旧制，甚盛典也。本职到任之初，首见社学荒芜，教养无法，无以称
上旨意……意欲率尔创建，则时属民艰，不忍重费，因念境内多有私创淫祠，已经差人查拆营造外，
所有教规相应斟酌。”③嘉靖十年，池州府重修西祠，时人亦言“今上皇帝考正大祀，又偏正天下群祀
不经者毁之”。④ 嘉靖二年，福建泰宁县知县潘旦毁淫祠，修儒学，记文作者林俊就坦言“今天子崇正
辟邪，诏不在夫子之道者祠可毁，材可因，址可市”。⑤

毫无疑问，在这一轮的毁淫祠运动中，一批崇尚理学的官员得以利用机会，大张旗鼓地开展毁

淫祠的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嘉靖初年广东提学副使魏校的毁淫祠行动。不过，除此以外，当
时还有另一批崇奉理学的官员也在开展毁淫祠的行动，并同时推行修书院、立社学的政策。如欧阳
铎于正德末年任延平知府时，就曾经在当地毁淫祠，修山川坛，改夫人宫为祠祀杨龟山的上达堂，并

以为当“适事之会”，“百需出淫祠，不必敛”。⑥ 此举开一地之风气，嘉靖《延平府志》甚至说:“毁淫
祠，前此未之闻也，自郡守欧阳子铎、陈子能始。”⑦嘉靖初年，他升任广东提学副使，在相关地方官员
的配合下，更是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行动，即以韶州府为例，嘉靖三年，韶州府通判符锡“奉提督学欧
阳公檄去六邑淫祠，且属之务祸本之斯绝，庶风教之可兴，乃六月适英德，访诸不在祀典祠寺凡百六

十五区，立命毁之……翁源如英德，去祠寺之当毁者七十七区……仁化如翁源，毁诸祠寺百十三区
……乳源有挟而作奸者，廉得其实，先置于法，乃尽去所蔽祠寺八十九区”。⑧

再如邹守益任广德州判时，亦曾于嘉靖五年在当地毀淫祠助修复初书院。⑨ 欧阳德于嘉靖三年
知六安州时，改淫祠为龙津精舍，祀二程。瑏瑠 曾先后受学于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闻人诠在嘉靖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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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代宗教管理制度的相关研究，目前较为全面的研究可参见赵轶峰《明代国家宗教管理制度与政策研究》(中国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一书。但关于明代各朝宗教政策的异同，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嘉靖《宁国府志》卷 9《禋祀纪》，《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 1962 年影印版，第 23 册。
徐九皋:《社学教规申督学文》，咸丰《武定府志》卷 36《艺文志八》，《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上海

书店出版社、巴蜀书社 2004 年影印版，第 22 册。
桂鏊:《重修西祠记》，嘉靖《池州府志》卷 9《杂著篇下》，《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24 册。
嘉靖《邵武府志》卷 7《学校》，《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30 册。
欧阳铎:《延平改建山川坛记》，《欧阳恭简公文集》卷 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 1997 年影印版，集部第 64 册。
嘉靖《延平府志》卷 13 之《祠庙》，《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29 册。
符锡:《拟沂亭记》，嘉靖《韶州府志》卷 2 之《山川》，《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年影印

版，第 389 册。
参见邹守益:《广德州新修复初书院记》，《东廓邹先生文集》卷 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65—66 册。
欧阳德:《宗贤庄记》，万历《六安州志》卷 7《艺文志》，《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年影印版，

第 10 册。



出任宝应知县，“毁撤淫祠正人心”，①后升任南直隶提学，则又曾命毁宿州东岳行祠，在欧阳德等人
的基础上修六安懋中书院等。② 从欧阳铎、闻人铨等人的例子可见，对于这些理学官员来说，当其居
官在任时，毁淫祠，崇正学已经成为了其从政要务之一，而其背后的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了推广儒学，

教化民众。
此外，根据常建华的研究，明代嘉靖朝，中央还曾明令地方推行乡约，正如叶春及所言，“嘉靖间

部檄天下，举行乡约”。③ 嘉靖年间较早的推行乡约的例子如嘉靖三年山东巡抚陈凤梧曾经申明乡
约，要求按照洪武礼制，“每里设坛场一所，就查里淫祠寺观毁改为之”。④ 嘉靖五年时，江南地区也
曾经有过较大规模的推行乡约的活动，大致亦是要求遵从洪武礼制，在“里社的基础上，并结合实行
社学、社仓，形成综合性的乡里社会制度”。⑤ 可见，乡约的推行包括建立里社坛场、立社学、建社仓，
而从地方实践来看，这些设施的建立往往是通过毁淫祠来实现的，所以，推行乡约也就自然与毁淫

祠结合在一起了，从史料可见，嘉靖初年很多毁淫祠的官员往往又有推行乡约的举动。
如正德末嘉靖初年上海县令郑启范“损益吕氏乡约，设长正颁示科条导之，使知趋避焉……淫

祠佛庐夷为社学，凡九十六所，闾党之间，弦诵洋洋矣”。⑥ 嘉靖五年任上海县令的曹煜亦“毁淫祠以
振俗，饬乡约以兴行”。⑦ 嘉靖十八年福建诏安县令何春“教民行乡约，习文公家礼，毁淫祠”⑧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嘉靖朝的毁淫祠行动与王朝裁汰佛寺的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嘉靖即

位之初，即着意矫前代之弊，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寅，令将“正德元年以来传乞升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
项礼部尽行查革，各牢固枷钉，押发两广烟瘴地面卫分充军，遇赦不宥”。⑨ 正德十六年六月丁未，
“裁革僧录司左善世文明等一百八十二员，道录司真人高士柏尚宽等左正一周得安等七十七员”。瑏瑠

至嘉靖六年十二月壬子，“礼部尚书方献夫等言尼僧道姑，有伤风化，欲将见在者发回改嫁，以
广生聚，年老者量给养赡，依亲居住，其庵寺拆毁变卖，敕赐尊经护敕等项追夺，戒谕勋戚之家不得

私度。诏悉如言”。
同日，嘉靖帝“复谕献夫曰:昨霍韬言僧道盛者，王政之衰也，所言良是，今天下僧道无度牒者，

其令有司尽为查革，自今永不许开度，及私创寺观庵院，犯者罪无赦”。瑏瑡

此后，中央政府仍然时有相关敕谕发布，如嘉靖九年“敕谕误农害义，莫甚于释氏之徒，今尤众
焉。夫彼不过生死以恐吾民，小民愚甚，直信无疑，骎骎然而不知省，遂至伤伦败俗，废人事，舍农
业，甚是有害世道，牧民之官常加省谕禁戒。未来其见被惑者，有能舍非从正，还做生理，如一府中
有能一年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县四十人以上者，巡按御史奏来，否亦奏来，以凭考课”。
同年十月，大学士桂萼“奏准寺观田土合行抚按官通行所属查勘，但有荒废无僧行住持，遗下田

土无人管业者逐一清查见数，各照彼中时价，召人变改名入册，办纳粮差”。瑏瑢

嘉靖二十一年，巡按御史舒汀改苏州府长洲县福宁寺为儒学，徐阶为作记文，其中便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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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皇上践履仁孝，发挥敬一，数诏有司汰沙门，毁僧舍，所以树尊经之教，盖迥出千古”。①

笔者在检讨嘉靖初期的毁淫祠史料时，经常发现有所谓“例毁”“诏毁”“敕毁”“制毁”等说法，
兹稍举数例:

嘉靖元年，山东东阿:“诏毁淫祠，大中丞陈公凤梧奉命惟谨”。②

嘉靖九年，江苏如皋:知县吴宗元“奉敕谕，毁境内淫祠”。③

嘉靖十一年，山东济南府:“诏天下毁淫祠，于是有司议毁华阳。”④

嘉靖十年，山西朔州:“会诏毁淫祠”，知州改五岳行宫为社稷坛。”⑤

嘉靖十一年，河北曲周县:“官署咸俯焉卑时，制下毁淫祠，(知县皇甫汸)乃遂毁淫祠，徙其宫
而庸之，乃堂宇廨舍靡不焕然崇也”。⑥

这里的“诏”“敕”“制”究竟何所指? 笔者以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就是指的中央王朝废毁
无额寺院、私创庵院的诏旨，也就是说很多地方官员实际上是借着废佛寺的王朝政策在地方展开了
毁淫祠的活动。

二 废毁淫祠佛寺与充裕国用

关于明代中期地方财政日益窘迫的事实，学界已多有探讨。⑦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具体政策
上又对地方官员“修举废坠”的行为多有限制，如弘治中江阴县令黄傅所言:

“朝廷以六事责守令，其一曰修举废坠，监司察焉，以定幽明，铨曹凭焉，以为黜陟，其所系
重矣。然而工物之费，不许取之于官( 国俗，有司申请支给官钱修理公署，上司概不准许) ，不许
取之于民( 律禁因公科敛) ，又不许取之于罪人( 见行例令罪人出办砖瓦木石修理公用，亦问罪
降调) 。如之何其可也?”⑧

这种地方官员在具体施政过程中捉襟见肘的局面在嘉靖初期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是愈加发

展。不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随着毁淫祠的日益频繁，地方官员越来越将其作为地方财
政的重要补充来源之一。
如嘉靖九年，浙江湖州乌程县营修便民仓，其初，县令戴嘉猷“悉索县帑，得金数仅七百”，后以

为“邑□多淫，淫斯毁，毁斯售，售可得金四百有奇，二者合作，吾□其庶几也”。⑨

嘉靖十四年，武康县令冯霄主持重修儒学，“是役也，令以费商于学谕丘君曰:‘民初息，不欲伤，
吾将撤淫祠矣。’丘曰:‘崇正辟邪，政之卫哉，曷继诸?’曰:‘帑簿正不欲支，吾将入讼金矣。’丘曰:
‘剔蠹植良，典有序哉，曷竟诸?’曰:‘善作人，不自爱，吾将捐捧赀矣。’丘曰:‘损上益下，悦无疆
哉。’”。瑏瑠

嘉靖十三年，南直隶和州儒学修建时，州判王朝用“并所得毁淫祠、革滥恩、清官房、鬻殡(耳
宾)地诸金八百，尽委督役阴阳官李钺、卢勋诸人，即百福寺撤去佛像，葺理学宫，式示厥程”。瑏瑡

·79·

嘉靖初期毁淫祠与废佛寺政策的地方实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徐阶:《长洲县尊经阁记》，《世经堂集》卷 1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9—78 册。
苏佑:《东流书院记》，道光《东阿县志》卷 19《艺文志五》，《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 92 册。
嘉靖《重修如皋县志》卷 9《诗文》，《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年影印版，第 10 册。
陆 :《崇正祠碑记》，道光《济南府志》卷 65《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第 1—3 册。
孙继荣:《置社稷坛碑记》，雍正《朔州志》卷 12《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 2005 年影印版，

第 10 册。
嘉靖《广平府志》卷 4《建置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5 册。
如郑振满:《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正德《江阴县志》卷 3 之《公馆》，《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年影印版，第 57 册。
刘麟:《乌程县重建便民仓记》，嘉靖《湖州府志》(十六卷存四卷)卷11《艺文志上》，《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89

册。
前人:《重修儒学记》，嘉靖《武康县志》卷 5《艺文志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20 册。
嘉靖《和州志》卷 4《职官志》，《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 326 册。



从这些例子中可见，毁淫祠之收入俨然已经被官员看作为重要地方财政来源之一。而在其他
记载中，甚至直接便将朝廷毁淫祠之诏旨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联系在一起理解，将毁淫祠归纳为

“朝命下废淫祠以益公帑”。①

毁淫祠究竟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多少收益，这自然取决于当政者推行政策的力度如何。在某
些个案中，这一举动所能累积的财力还是相当可观的。如嘉靖三年至六年间，与欧阳德同为阳明弟
子的江西金溪人黄直任漳州推官，在任期间，斥毁淫祠，在长泰县斥卖淫祠地，“裒其价千余，以积罚
锾计之充足修学之费”。② 嘉靖四年，漳浦县建云霄石城，“凡糜金钱四千六百缗有奇，出诸推官黄君
直市淫祠之积”。③ 嘉靖九年，漳浦县又分设诏安县，“所少者惟县与学耳。工费不过两千金，见今贮
库淫祠银约有三千余两，动支绰有余裕”。④ 因毁淫祠而能够积至数千余金，其所毁者大概已经不是
一般的淫祠，而是扩大到了普通佛寺了，也正如后人所特别指出的，“明节推黄公以微时厄于寺僧，
奏毁各处淫祠梵宇”。⑤

事实上，通过毁淫祠、废佛寺而充裕国用的想法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尤其是在以福建为代表
的华南地区。嘉靖七年，理学家聂豹巡按福建，在任时便曾主张“清寺田以备赈恤”，根据他的观察，
当时福建一省“总官民田粮计八十四万九千有奇，内寺观田粮已计有十二万八千有奇。夫僧道在四
民之中百分未有其一，而僧道所得产业十分乃有其二”。⑥ 而在一省之内，各府情形又有不同，嘉靖
九年福建建宁道佥事张俭作《议处寺田议略》一文，其中便针对建宁一府的情形特别指出当地“国
朝以来仕宦颇少，故其田地尽为游僧所据，非如福、兴、漳、泉等府多为世家所夺”，因此“建宁一府，
寺观之田，半于农亩”。⑦

根据福建的具体情形，聂豹的建议是每所寺观有田百亩以上者给田百亩，百亩以下者给田六十

亩，僧道每名给田二十亩，“其余田地俱没入官”，“该收租谷储于官之别仓……而预备仓之积，一年
之间可得数万石，积之数年，八闽之荒可备矣”。⑧ 而张俭的主张亦相类似:寺观“每田一千亩拨还五
百亩，以为香灯、斋粮、差役之用，其大寺原当坊里长二三名者每一名给还田五十亩，或六七百亩，以
足其用。其余收入官”，根据他的计算，此议如能施行，则这些被没入官田的收入大约每岁可为建宁
府八县“省派银三万两”。⑨

此外，嘉靖四年《延平府志》的作者郑庆云也认为:
今郡邑仓粮无数年之积，民逋负朝廷额税贫不能偿，为今之计，出僧道于境，尽斥寺观之

田，给民耕种，官为敛其租入以实仓廒，及为民偿逋负之税。或以法难尽去，每寺观置守者二三
人，存田粮一二十石，以供洒扫役，情法可谓两得矣。今朝廷边境多事，国计不足，未免取财于
民，尽锱铢不止，而冠带纳粟之例四出无时，尤以不足为忧，乃无有一念及此者，何哉? 尽废天
下寺观，田市于民，财充于国，取之不扰，惠而不费，平天下之要道在是矣。夫明正学，排异端，
崇先贤，拯贫乏，今之为政者，夫谁而不知之? 夫谁而不行之? 知之而不明，行之而不力，斯与
不知不行者等耳。瑏瑠

郑氏的提议显然更为激进，特别提出要将寺观田地统统罚没为官田，然后与民耕种，再以其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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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应式:《重修仁祐祠记》，嘉靖《郾城县志》卷 10《文集》，《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59 册。
朱淛:《重建儒学记》，乾隆《长泰县志》卷 11《艺文志》，乾隆十六年刻本。
周宣:《重建云霄石城碑记》，光绪《漳浦县志》卷 17《艺文志上》，《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

海书店出版社、巴蜀书社 2000 年影印版，第 31 册。
许仲远:《奏设诏安县疏》，康熙《诏安县志》卷 12《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 31 册。
康熙《平和县志》卷 12《杂览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 32 册。
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双江聂先生文集》卷 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2 册。
张俭:《议处寺田议略》，嘉靖《建宁府志》卷 19《寺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27—28 册。
聂豹:《应诏陈言以弭灾异疏》，《双江聂先生文集》卷 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2 册。
张俭:《议处寺田议略》，嘉靖《建宁府志》卷 19《寺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27—28 册。
嘉靖《延平府志》卷 4 之《寺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29 册。



赋补充国计之不足，可以说较为典型地表达了当时部分士人对天下寺观广占田庐现象的不满。
笔者在华南地区的一些方志中，尤其发现一些志书作者在田亩统计中，特别列出废寺田、废寺

山、废寺地等项，①亦正可表明地方官员重视废毁佛寺，没收其田地的态度。
另外，在中央政府的层面，似乎也曾经有过处理寺观田地的讨论，如霍韬在《与林汝恒书》一文

中批驳对方欲用公帑将寺田赎回给僧的观点时，所列理由中亦有所谓“戾户部所以议处军饷之意”，
“夫弃僧田数十百顷而不取，乃屑屑算夫淫祠之数亩，是犹弃岱岳而取尘埃”的说法，②可见当时中央
政府也确实曾经有将寺观田充军饷的议论。③

尽管类似的建议最终都未能得到完全的施行，但是嘉靖初利用寺观及其所属田地修盖儒学、书
院、名贤祠宇，或者充作生员廪饩的情形却是较为普遍的。如嘉靖九年，建宁府政和县儒学修明伦
堂，因经费不赀，张俭即建议以松溪县普载寺寄庄于政和之田地充费。④ 再如宁德县有“涌泉寺，自
永乐间废，一饱豪佃”，嘉靖十三年前后，县令叶稠“以给学士，俾充廪饩”。⑤ 嘉靖十五年，泰宁县将
当地天王寺改为儒学。⑥嘉靖八年，安溪县儒学膳夫“议定原额之外，加银八两，不增编于均徭，取给
于邻县废寺田租”。⑦

但是，在王朝的政策架构中，佛寺与淫祠毕竟不同，淫祠可以全毁，沙门则难以尽汰。朝廷诏旨
的重点在于废毁无额庵院，而对于那些代有敕额的寺庙，一般地方官员在处理时还是比较慎重的。
如上文提及的符锡在韶州府的毁淫祠行动中，遇有翁源县翁山寺，“僧会在焉，院有躭石，余襄公碑
刻在焉”，遂“曰:僧会制也，宋碑刻也，不在毁列，遂去之”。⑧

而且，正如郑庆云所指出的，“近良有司有拨寺观田入学以养士者，诚盛举也，而佛老之徒尚怒
目抵掌，日讼于上，誓不尽复不已，而士之食业于学者如捉风扑影，尤恐失之”。⑨ 此处言及的僧徒与
官府之间的拉锯大约是较多存在的现象。如嘉靖初年延平太守“陈侯能其为政尤密而实，先欧阳太
守铎尝取小南峰诸废寺田租若干硕为郡若属县凡七学师生费，才一岁，迁去，摄事者仍返之寺。侯
至，喟曰:‘是独可已乎?’稍益条约，置典司者，白诸巡按御史简公霄，督学副使邵公锐，守巡参议魏
公启，佥事郑公佐，议克协，田始为学永业”。瑏瑠嘉靖八年间，聂豹巡按八闽时，在福州以治平寺旧基

创建养正书院，“查废寺之田，得五百余亩，岁收其租，而诸生廪饩膏楮及塾师之贽皆取于是”，但自
其离任二十年后，“书院圮矣，养士之田亦莫知其所属”。瑏瑡

所以，当魏校在广东捣毁淫祠时，于广州城为每所社学置学田二十顷，就数量而言，很难想象这

些学田全部来自一般的淫祠，为了使这些学田能够长久归于社学，魏校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

是乘嘉靖元年为“造册之年，合收其田入官，改为社学之田”，瑏瑢从而将这些田地的性质固定下来，以
为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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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嘉靖《安溪县志》卷 1《地舆类》，嘉靖《惠安县志》卷 6 之《田赋》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33 册、32 册。
霍韬:《与林汝桓书》，黃宗羲辑《明文海》卷 186《书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年影印版，第

1453—1458 册。
事实上，嘉靖中后期直至明末，随着倭乱的加剧，以谭纶为代表的抗倭将领确实曾经在福建等地践行过以寺田充饷的政

策，不过效果并不如人意参见林枫:《福建寺田充饷浅析》，《厦门大学学报》1998 年第 4 期。
嘉靖《建宁府志》卷 17《学校》，《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27—28 册。
《去思碑》，嘉靖《宁德县志》卷 4 之《名宦》，《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 41 册。
嘉靖《邵武府志》卷 7《学校》，《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30 册。
嘉靖《安溪县志》卷 3《官制类》，《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33 册。
符锡:《拟沂亭记》，嘉靖《韶州府志》卷 2 之《山川》，《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 389 册。
嘉靖《延平府志》卷 4 之《寺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29 册。
丰熙:《延平府学田记》，嘉靖《延平府志》卷 19《记》，《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29 册。
聂豹:《重修养正书院记》，《双江聂先生文集》卷 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72 册。
魏校:《庄渠遗书》卷 9《公移·化愚顽以息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67 册。



三 地方社会的反弹与曲从

明人徐复祚《花当阁丛谈》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
苏城集福庵在吴尚书名宽所居之北，施知州名□之西。宏治中诏毁淫祠，有司欲为尚书后

圃，尚书曰: “僧庵吾世邻也，不忍其毁，忍作吾圃耶?”有司复欲为施公别业，施曰: “何不送原
博尚书而送吾?”有司述尚书言，施曰: “我独不能为吴先生耶?”故诸淫祠毁而庵独存。嘉靖
初，又有诏毁。伍太守名畴中用价承佃矣，毛贞甫名埕，都御史，亦价佃之。一则曰近吾家也，
一则曰地旧吾家施也，竟成讼夺。且毛与伍新结姻娅，时人追思往事，因为谣曰: “昔日吴与施，
官送犹逊辞。今日毛与伍，讦告到官府。”①

对于这则轶事，表面的理解自然是可以借此反衬出作为弘治间吴中名臣的吴宽与后来者在品

格上的高低差异。不过，如果换个角度看，似乎也正可反映出弘治年间的毁淫祠行动②与嘉靖初毁

淫祠的不同，即后者较之前者的力度更大，尤其是将佛寺纳入了广义的淫祠范围。故此，伍畴中与
毛埕才会如此公然地围绕僧庵告讦争讼。
还是以江南为例，王世贞在《重修法华庵记》中亦言及嘉靖初废毁淫祠佛寺的情形:
出太仓城东北为冈身路，古捍海塘址也。自冈身而北三十余里为涂松冈，居民数百家聚

焉，为涂松镇，镇之中有法华庵，唐之龙朔二年开士所创建也……法力所摄历千余年，虽栋宇间
新，而宝额如故。属明嘉靖之辛卯有诏毁天下淫祠，株及庵院之私创者。涂松异见婆罗门陆姓
居邻其傍，窃谋据之，谓可以别置廛室，罝网利源，而顾姓婆罗门亦与之同欲而生妒构讼于台，
寺僧文英乃走京师疏白，其状下之台，台下常熟，以邑志证之，兹庵得不毁，而顾陆俱抵罪。③

在该文中，王世贞明确指出嘉靖十年(辛卯)左右的毁淫祠行动不仅针对一般淫祠，同时还“株
及庵院之私创者”，以法华庵为代表的地方寺院如果没有邑志为证，则很容易便被指为淫祠，可见当
时废寺之氛围。
而在嘉靖十七年的《昆山县志》中，其编撰者方鹏进一步指出了这些废毁寺庙的去向:
谨按老佛之宫，莫盛于宋，莫滥于元，逮我国朝，殊为落寞，迩者有司屡奉部檄，废毁无额庵

院，固崇正黜邪之善政也。若撤其余材以葺公宇，收其地价以给公费，贫老缁黄处之得所，夫谁
不服? 若悉归之巨室，为第宅、为冢墓，为园圃，所偿之值，十才一二，使实繁有徒，退有后言，则
无以服其心也。④

可见，在当时的江南，有大量的庙宇被地方巨绅以低价购入占据，并用以修建第宅、冢墓、园圃，
上文提及的集福庵的命运大约亦复如是。
当然，不仅在江南，华南的情形更有过之，嘉靖中，高邮人沈尚经“以举人历广州府同知……督

学魏校毁淫祠寺观，势豪多承田土，或至兴讼，尚经剖断，均其徭役，舆情惬服”。⑤ 嘉靖《惠州府志》
在论及惠州地区的寺观时，也同样指出“惠之寺观，自嘉靖初督学副使魏校改置书院之后，其余莫究
所从废矣，然今东南二氏之宫与其田产，不为豪族私者几何”?⑥ 而科大卫在讨论嘉靖初年魏校毁淫
祠的个案时，亦曾指出方献夫、霍韬等当地士大夫在那次运动中获利颇丰。⑦

这样的情形自然会引起部分地方人士的不满，不过，若以江南和华南为比较对象的话，则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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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 5《集福庵》，《续修四库全书》，子部 1175 册。
关于弘治年间地方社会的毁淫祠行动，可参见王健:《十五世纪末江南毁淫祠运动与地方社会》，《社会科学》2015 年第 6

期;《明代中叶吴中士人居官毁淫祠现象探析》，《史林》2015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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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昆山县志》卷 4 之《寺观》，《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9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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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惠州府志》卷 14《外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62 册。
参见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1—122 页。



的反弹似乎要更大一些，其原因一是江南的理学风气要大大薄弱于华南，因此对于地方佛寺明显要

更为宽容，二则是江南地区仕宦众多，他们占有较多的田地，所以很少有像华南那样占有数千亩、上
万亩田地的寺庙，因此，地方社会对于佛寺的观感亦复不同。
嘉靖十年左右，吴县士人黄省曾曾经上书时任苏州知府的聂豹等人，请求停止夺取地方寺观:

伏闻各县承奉台札，毁拆淫祠。夫淫祠者，案之祀典则不经，考之图志则无据，私为建创，
巧自诬额者耳，非曰曾经圣祖所留二氏之寺院也。……况甲里久次，征役无逃，教虽属于异端，
民实同于赤子……川太蹙而波生，人过迫而狂作，于城郭犹凭约束，在海滨或致跳梁，万一蜂毒
之兴，谁任激变之咎，且命言一下，求者纷如。钞没非擅行之举，宫殿非可据之场，历年瘗埋之
骨塔，发掘何堪，万岁祝 之圣牌，毁坏安忍。以缙绅之盛丽，虽百地之赠，不以为恩，在披剃之
荒凉，得寸土之依，亦堪活命。割无辜覆胄之区，资富贵嬉游之所，佃价轻微，无益于府藏，流民
播荡，有损于邦基，况古刹俱亡，淫祠皆在，伏望慎之又慎，思而更思……若释老必欲遣之归宗，
则栋宇亦当听其自鬻，则人心有辑，隐祸无阶，仆非有爱于宗风，但实深忧于国事。衅皆起于纷
扰，道莫贵乎安绥。须乞采纳刍言。①

嘉靖九年至十年间，聂豹曾短期担任过苏州知府，嘉靖十年十月初因丁父忧而离任。② 由黄省
曾的上书可知，他在苏期间，确实曾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其在福建巡按任上要求“清寺观”的政策建
议，但却引起了以黄省曾为代表的地方士人的强烈反弹。
这篇文章中，黄省曾首先指出必须将淫祠与佛寺区别对待;其次则以为僧人同样负担赋役，故

与编氓无异，没有歧视的理由;再次，佛寺资产轻微，取之无益于国课，反而容易滋生事端;复次，则

指出佛寺即使要鬻卖，也应该有僧人作主，以免他人从中渔利。
其实，对于地方官员、士绅通过毁淫祠谋取个人利益的情形，中央政府亦曾有所禁止，如嘉靖十

二年十月，户部奏称当时“毁坏寺观间田租赋不入于县官，而豪族右室渔以为利，贫民不得分尺土焉
……宜下抚按臣，分委廉干之吏，尽入其地，假与无业贫民，量其肥瘠以定岁入高下，此不烦公家之
费，而贫民得有所赡”。③ 嘉靖十三年，礼部发文称“先年奉旨拆毁淫祠事例，巳将私创及不系应祀之
神俱巳拆毁矣。今后仍严禁有司不得假以拆毁之例，肆为鱼猎之场，或利木石而克落修理之价，或
改为书院而身动帑藏之积，名则为国家毁淫祠，实则为贪官开骗局”。④ 而方献夫、霍韬等人更曾因
私占佛寺田地而被言官所弹劾。⑤

这种带有渔利性质的运动式的废毁淫祠佛寺的行动，其效果显然是难以持久的。万历间南京
士人顾起元便曾言及嘉靖间霍韬在南京废毁尼庵之后的情形:

嘉靖间，霍文敏公为南大宗伯，檄毁城内外诸淫祠，一时尼庵之折毁者亡算。顾当时祗行
汰除，而不计尼之亡所归者，是以久而渐复营建，至今日而私营者，闾闬间且比比矣。尼之富
者，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淫秽之声，尤腥人耳，而祠祭之法独亡以及之。⑥

所谓“祠祭之法”的难以始终贯彻，还表现在方志的撰修中。小岛毅曾经以福建为例，指出嘉靖
以降，方志中关于淫祠的定义日趋严格。⑦ 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笔者发现嘉
靖十年后编修的各地方志中，编纂者在明定淫祠的同时，还往往会以各种名义收录大量不在祀典的

地方神灵，兹举数例:

嘉靖二十年修撰的《建宁府志》:“国之大事在祀，故以秩宗掌之，而有令式以颁郡邑，其他淫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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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预焉。我朝之祭法严矣，建宁坛壝祠庙固皆载在令甲，然亦有礼虽当祀而未经奏请者，兹固有司
从民俗以举行者欤。”①

嘉靖十五年修撰的《临江府志》:“祀典不载，法不应书。旧俗相传，攻祷辄应，未可尽废。今附
于祠祀，曰乡示。”②

嘉靖十六年修撰的《思南府志》:“祠庙曷? 宅夫义也，是祀典之攸明也。……今之不忘诸祠
者，情也。夫鬼神依人者也，其感通精爽之气，丽于时也久，信于人也深，则亦自有潜孚崇恋而不可
解者，虽非明祀，亦人情也。情不可拂，祠乌可忘。又况水旱凶灾，祈祷多应，功德虽未闻于前，呵护
能已见于右? 揆诸御灾捍患之典，是殆不可以淫祠论也，夫乌得而不祀诸? 虽然，此固乡人因时之

见云尔也。”③

有些地方神灵前代曾经禁绝，但却仍然被收录于嘉靖间编纂的方志中。如苏州府昆山县有山
神庙在当地马鞍山下，“宋崇庆以后重封累赐，淫渎不经，我国朝止称昆山之神。每岁四月十五日祀
之……邑人如狂者三日，弘治中知县杨子器悉禁绝之，及其去任而复兴矣。旧志俱称惠应庙，今改
称山神者，遵时制也”。④

在以上这些方志中，作者一方面自然要充分表达尊重祀典以及与淫祠决绝的姿态，但另一方面

则又主张依从民俗与人情，在“遵时制”的前提下，将一些地方神庙载入方志，笔者以为这样的态度
事实上也正是较为隐晦地表明了他们对于王朝废毁淫祠、佛寺政策的某种抗拒。

总之，毁淫祠与废佛寺共同构成了嘉靖初期宗教政策重要内容，废毁淫祠佛寺运动的形成与王

朝礼制改革、乡约的推行以及裁汰僧道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理学家们因此而得以一伸其志，通
过毁淫祠而建社学、修书院，传播儒家思想。对于大多数的地方官员来说，王朝的政策则又给他们
提供了纾解财政困难的机会，毁淫祠的收入越来越与赎锾等一起被看作是地方财政的补充来源之

一，而寺观田产更是成为从中央到地方觊觎的对象，一些地方官员甚至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操作建

议，但在施行过程中亦多有阻力。总体而言，这一运动在推行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渔利性质，也无法
维持长久，一方面受到部分士人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他们也在编纂地方志书，构建地方话语时，

曲折地表达着欲迎还拒的心态。
〔本文写作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批准号 2012BLS002)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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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e concern and suspicion on the part of his royal brothers． The earliest literature record is the chapter of
“Jin Xiang”in Shang Shu(Book of History) ． In“Jin Xiang”，some see factual and others see logical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researcher favors the latter． The current thesis presents an account of the vari-
ous images of Chou Kung i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different Confucian scholars before the Ming Dynasty．

Honey，Sugar Cane and Maltose in the Tang Dynasty People’s Diet CHEN Lei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f Tang Dynasty in the diet of honey and sugar is in what form and
how to affect the people＇s life． The three sweet food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ang Dynasty are hon-
ey，sucrose(sometimes called lactose)and maltose，the article discusses thoroughly the different forms of
sugar in books on the history record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real social life．

Analysi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Medieval Ｒi Li: Based on the Dunhuang Ｒi Li
Manuscripts ZHAO Zhen
The compiling of Ｒi Li in middle ages is different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private． Official Calendar
was scheduled by Grand Astrologer’s Administration，and always combined with the empire’s political，
ceremonial activities． However，the official Ｒi Li couldn’t be distributed to local community． The folks
began to make private calendar． It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selecting auspicious and avoiding ominous，al-
so had an effect on people’s daily life and social activities．

A Study on Water Mortar and Watermill Depicted in the Painting of Song Dynasty
WANG Dong － song

Influenced by Neo Confucianism，the level of technology had reached a historical peak in the Song Dynas-
ty． At the same time，the drawing skills had also reached an all － time high． The constructions and me-
chanical structures which depicted in the painting of Song Dynasty reflected a particular rational spirit．
This paper aims to inspect the rational tradition of painting in Song Dynasty through studying the water
mortar and watermill depicted in the paintings．

On the Local Contex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History—Focusing on Changshu County
DING Xiu － zhen

Based on relevant materials，this paper attempts to observe how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a national sys-
tem embedded itself into local society． Besides，the paper also re － examines the experience of regions
wher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well implemented in Ming dynasty so as to offer another way of writing the
history of local imperial examination．

Destruction of Illegal Temples and Buddhism Temples in Local Society in Early Period of Emperor
Jiajing’s Ｒule: Focus on Jiangnan and Fujian Area WANG Jian
Destruction of illegal temples and Buddhism temple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ligion policy in Early Peri-
od of Emperor Jiajing’s Ｒule． It was influenced by emperor’s taste，ritual reform and Xiangyue(乡约)，
etc． Under this background，some Neo － Confucianists often spread their ideas by destroying illegal tem-
ples． As for other local officers，this policy ga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solve financial distress． However，
the amplifying practices also aroused the adverse comment．

The Officials’Legal Literacy in the Ministry of Punishments in Qing Dynasty
ZHENG Xiao － you

The officials of the Ministry of Punishments in Qing Dynasty had higher legal literacy，but where the legal
knowledge came from and reached what level，it’s not clear． In fact，Punishments officials rarely had ac-
cess to legal knowledge before entering the Ministry of Punishments and only a few officials had learned
statutes through the learned family before their careers． While reading and practicing the law，they codi-
fied a lot of law books which made the ministry into base camp for dissemination of legal knowledge．
These work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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